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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制、适应能力与中国模式 *

[文 / 王绍光 ]

到 200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 10 周年时，几乎没人想到有谈论“中国模式”的必要。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在 1978 ～ 1988 年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10.2%，但那时的增长率波幅巨大，很不稳

定。更严重的是，1988 年出现了 1949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率，引起社会上一片

恐慌。那时，戈尔巴乔夫已在苏联启动了以“公开性”、“多元化”为特征的政治改革，成为

西方人心目中的“时代英雄”。相形之下，不仅没有人谈“中国模式”，人们听到更多的是国

内外观察家的预测：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崩溃。

到改革开放 20 周年前后，虽然还有人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体制即将崩溃，但大多数

人已经不以为然。那时，中国经济不仅已经连续 20 年以年均 10%的速度增长，而且学会

了避免增长的大起大落，还成功地抵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影响。对比前苏联和东

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经济衰退，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时人们对

“中国模式”的概括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型的速度，据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有别

于苏东地区的“震荡疗法”；二是转型的顺序，据说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而

苏东地区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

到 2008 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奇迹。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一个十多亿人的超大经济体，以年均 9.9%的速度持续增长达 30 年之久，大幅减少了

贫困人口，并大体上保持了政治稳定。这很难用偶然或幸运来解释。因此，更多的中外人

士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秘诀，谈论“中国模式”。

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它包括三方面内容：注重

技术创新，追求发展的平等性与可持续性，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①林毅夫曾在很长时间

里用比较优势战略来解释中国奇迹。②姚洋则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四项主要内容：第一，

中国政府是一个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政府；第二，财政分权带动了地方的积极

性；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第四，中国的执政党不是一个僵化的意识形

态政党，而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政党。③

我认为，用任何特定时段内的政策特征或体制特征来概括中国模式都是不够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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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不静态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具备可

持续性。

在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林毅夫开始强调“想法”（idea）的重要性，并暗示，中国过

去近 30 年之所以能取得奇迹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是

针对本国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④这样的解释便是动态的。

虽然在其近作中，德国学者韩博天并没有谈论“中国模式”，但他认为中国的“中央主

导的政策实验”是一种“独特的政策过程”。中国由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得以破

除一些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断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政治

经济形势，及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这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条件。⑤

所谓“适应能力”是指，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一个制度发现

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

力。适应能力对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要，因为人类社会必须应对种种复杂局面、未知环境、

价值与利益冲突；而所有人，包括决策者和专家都只具备有限理性，无力预见一切可能出

现的局面以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因而也无力做出最佳抉择。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

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在不断试错中，通过比较不同的选择，最终找到未必最佳、但令人满

意的方案。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快速转型期的国家，适应能力更是至关重要，因为这个过

程好比穿行在一条没有航标的河道上，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险象环生。如果缺乏适应能

力，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

的确，如果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肯定是其中最关键

的环节。在过去 30 年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跨过了无数道被外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制度和

政策障碍。曾几何时，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改革、工资改革、物价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

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军队与公检法经商、三农问题、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

体制改革都曾被人看作一道道“险关”，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造成全局性的灾难。然而，

回首过往，不由人不发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叹。

关于适应能力，社会科学家们知之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基础是学习能力。

社会科学中与政策与制度学习相关的概念很多，虽然叫法不一样，但它们的含义大同小

异，都是指有意利用某时、某地有关政策或制度的经验教训来调整此时、此地的政策或制

度。为了归纳方便，我们可以依学习的推动者和学习源两个向度区分四大类学习模式（见

表 1）。

表 1：四种学习模式

学习的推动者
实践

1
3

实验

2
4

决策者

政策倡导者

学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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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推动者有两大类，一是决策者，二是政策倡导者。为什么决策者会对学习产生

兴趣呢？最早研究学习对政策与制度变迁影响的赫克洛说得好，“政治不仅仅与权力相

关，也与不确定性相关———人们会好奇应该做些什么？”⑥为此，决策者会想方设法诊断

当前面临问题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探寻解决问题的潜在有效方式，这就需要学习。特别是

当政策失灵、制度失效显而易见时，决策者更会产生从自己过往的经验教训和别人的经

验教训中获得灵感的冲动。

除了决策者以外，还有不少决策圈以外的人可能变成学习的推动者，如政策主管部

门、地方政府、政策专家、公务员、媒体工作者、社会上的利益相关群体等。如果基本信念、

对问题的看法相近，这些人就可能组成某个政策领域内有形或无形的“倡导者联盟”。倡

导者联盟自己会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为支撑自己的主张寻求理据；同时，他们也会坚持不

懈地向决策者推介自己的学习成果，以期影响政策和制度变化的方向。⑦

学习源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二是系统性实验。前者

包括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以及外国过往与现实的经验

教训。后者是指在小范围进行的、旨在发现解决问题有效工具的干预性实验。一般而言，

由于人类社会太复杂、有着太多价值与利益的冲突，进行类似实验室那样的实验是几乎

不可能的。然而，在有些具体政策领域，对不同观察点或对相同观察点在不同时段进行干

预性实验（抓点）还是可行的。这类控制关键政策或制度参数的实验有利于发现哪些政策

和制度选项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当然，实践与实验并不是绝然分开的；不同的实

践往往成为政策与制度性实验的基础。

表 1 中的四大类学习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个国家完全可能采用不止一种模式

进行学习。一个体制适应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它是否能充分利用所有模式来进行学习。从

逻辑上讲，适应能力强的体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体制安排使得决策者对新出现的问题、困难、不平衡十分敏感，并感到有责任

做出回应。

第二，决策者深信只有通过实践与实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或

时髦的理论，才能找到解决政策与制度问题的途径。

第三，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在相当多领域允许进行分权式决策，从而为通过分权式

的实践与实验最大限度地探寻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创造制度条件；换句话说，体制培育

着丰富多彩的学习源，同时又不失全局性的协调。

第四，对从实践和实验中产生的新东西，在进行集中式纵向推广应用的同时，允许或

鼓励分权式横向推广应用，尤其是在决策前期。

那么，依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呢？韩博天

的近作告诉我们，中国十分注重第二类学习模式，即他所称“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而早

在 25 年前，研究创新推广理论的学者罗杰斯就注意到，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已堪称分权式政策或制度创新和推广的典范。分权式实践与实验涉及的领域是

2009/07 开 放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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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包括行政、卫生、教育和产业等；分权的层次包括省、地、县、公社和大队等。⑧换句

话说，中国也很擅长其他三类学习模式。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一文试图探索中国是如

何进行政策与体制学习的。⑨它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集中剖析一个政策 / 制度领域，

即农村医疗卫生的融资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融资体制几

经周折，走过了五个阶段，即医疗合作的萌芽（1954 年以前），合作医疗的兴起（1955 ～

1968 年），合作医疗的普及（1969 ～ 1978 年），传统合作医疗的衰落（1979 ～ 1985 年），新

型合作医疗的探索（1986 ～ 2008 年）。过去 60 年，这个领域每次发生变化，其走向都与中

国整体的政策 / 制度走向十分吻合。这样，回顾该领域过去 60 年的变化就具有了普遍意

义。该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各种医疗融资体制的优劣做出评判，而是试图通过细致梳理

史实来分析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获取必要的经

验教训，以调整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回应变化了的环境。该研究达至以下七点观察：

第一，在以往 60 年里，基层的实践一直是最重要的学习源。上世纪 50 年代最早出现

的合作医疗范例均源自基层的实践，而不是决策者与专家的设计。“文革”中一度盛传，上

海川沙县的赤脚医生和湖北长阳县的合作医疗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实际

上，它们都是基层实践在先，中央抓点在后。基层的实践为中央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提供

了灵感，是政策 / 体制演变的动力源。除了中国本土的实践以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十

分注重其他国家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第二，中国的体制允许实践的多样化是出现这种局面的前提。即使在“文革“最激进

的时期，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要求全国采取同一种模式来实施合作医疗。不同地区，不同

的县、公社、大队实行的合作医疗存在很大差别。实践的多样化为考察不同医疗筹资体制

的优越性、可行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80 年代以后，在小范围进行的、旨在发现有效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干预性实

验也变为重要的学习源。这类实验往往需要利用现代统计技术。

第四，80 年代以前，学习的推动者主要是决策者。他们通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媒体

的内部或公开的报道了解各地的实践。

第五，80 年代以后，学习的推动者开始包括政策倡导者（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

府、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机构等），他们在政策 / 体制变迁中发挥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

大。有些时候会出现不同的倡导者同盟，各自推动不同的政策选项，如 80 年代有关合作

医疗、健康保险的辩论。这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

第六，随着学习源从基层的实践扩展到系统的实验，学习推动者从决策者扩展到政

策倡导者，中国体制的学习与适应潜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第七，旧矛盾解决了，一定会出现新矛盾，学习与适应是永无休止的过程。

对其他“麻雀”（其他政策 / 体制领域）的解剖应该可以印证以上七点观察。韩博天认

为“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是一种中国“独特的政策过程”，但它实际上只是四类学习模式

专 题 二



中的一类。该研究证明，中国也十分善于利用其他三类学习模式。换句话说，中国体制的

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远比韩博天理解的还要强得多。例如，韩博天断言，“中央主导的政

策实验”在经济政策领域具有优势，但它无助于改善公共产品的提供，他并特别提到以基

本卫生服务为例。该研究证明，他这个判断恐怕过于武断；中国的体制完全能够通过各类

学习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以至整个福利体制。

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人以为划分政治体制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存

在竞争性的选举。该研究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也可以按是否具有学习 / 适应能力

来划分。而学习模式的优劣、适应能力的强弱与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毫无关系。按照这个标

准，中国的体制属于高适应性体制，而许多选战喧嚣的体制却只能归入低适应性体制。从

动态的角度看，适应能力也许比什么都重要。不具备适应能力，富国可以变为穷国、强国

可以变为弱国；具备适应能力，贫穷、落后、不平等的国家也可以逐步迈上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的康庄大道。过去 60 年里，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中国就是这么一步

步趟过来的。可以期待，未来中国还将这么一步步迈向社会主义的彼岸。

* 本文是对《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

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的总结和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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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中国改革往何处去：

中西方学者对话（二）

黄宗智

此辑若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论点的话，是要同时把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旧计划经济的社会主

义置于一旁。在承认市场的经济动力之上，也需要承认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服务与福利的必

要。此辑正是对这样既包含而又超越两者的另类道路的初步探索。

樊 纲 胡永泰

像一切理论概念一样，平行推进的体制转轨路径也有些理想因素在内。它可能只是一些经

济的一些领域的实践的近似描述。但它是思考实际的改革政策的有用方法。这一概念最关

键的实际意义可归结为两个短语：“不要在任何领域等待”和“尽量保持彼此的协调”。

王绍光

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也可以按是否具有学习 / 适应能力来划分。而学习模式的优劣、适应能

力的强弱与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毫无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体制属于高适应性体制，而

许多选战喧嚣的体制却只能归入低适应性体制。从动态的角度看，适应能力也许比什么都

重要。

Sebastian Heilmann
地方政策创新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基础和机遇，但是地方政策试验在中国并不等于放任自流

反复试验，或者随心所欲扩大政策范围。在分级制度之下最大限度地进行政策试验———这

恰恰体现了地方积极性和中央决策之间的辩证作用，这让中国从 1978 年到 2008 年的经济

治理在具有适应能力的同时又富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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